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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治理？*

——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A地社区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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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环境下，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珠海、

广州、中山等内地城市涌现出一批粤港澳居民共居共处的互嵌式社区。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

嵌式社区治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既对地方党建部门创新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党建工作具有

现实意义，也对拓展社会主义主体制度下传统党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对粤港澳大

湾区A地社区的调查，构建了“三重情境—四动过程”的分析框架，并透过“情境”与“过程”的

双维画像，对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生成机理与实践路径进行探讨。研究发

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生成机理蕴含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殊元素，可从“在哪引领”

的空间场域、“由谁引领”的行动主体、“为谁引领”的服务对象这“三重情境”加以透视；实践

路径则映射于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形动党建→行动党建→心动党建→传动党建”这“四动

过程”中。未来应由基层党组织作为“龙头”行动主体，同时锚定互嵌式社区中的粤港澳居民服

务对象，通过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党建引领路径，促进粤港澳三地居民融合，最终激发大湾

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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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

时指出：“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广西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

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

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

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1]习近平总书

记结合广西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互嵌式社区”这一重要概念，并论述其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众

所周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是新时代丰富“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实践。近年

来，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日益深入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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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尤其在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区域，已有

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赴内地学习、工作、生活，

逐步在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地催生出不同

于内地传统社区的互嵌式社区。之所以也称之

为“互嵌式社区”，本质上不是说这些社区是多

民族群众共居的社区，或是粤港澳居民混居的

住宅小区；而是因为同源同族的粤港澳居民，

在大湾区融合发展环境下也出现了空间上“共

居共处”、行为上“交往互动”、情感上“交流融

合”的互嵌式社区样态，不仅是地理空间上“拼

盘式”或“马赛克式”的混居状态。[2-3]以A地为

例，该区域目前常住的港澳籍居民已超过7000

人，约占总常住人口数的15%；且同时拥有Aa、

Ab、Ac等多个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形成了

大量港澳籍居民与内地居民交融共居互嵌的局

面。应当说，这些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的涌

现，对于更好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铸

牢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

有重要意义。为此，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等在内的多个国家级文件均明确提

出，要在A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将

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A地“一国两

制”新实践的坚强保障，对A地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实践提出了新要求。

可见，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

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既对A地党建部门创

新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党建工作具 有现实意

义，也对拓展传统党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然而，党建引领A地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

区治理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和实践路径，不同

于以往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且暂无经验可供借鉴。那么，在大湾区融合

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

社区治理有着怎样的生成机理？它与内地传统

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有何差异？它又是如何运

作并激发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效能的？目前，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议题已引发学界的广泛关

注。现有研究多基于内地城市社区的场域，既

有探讨谁来引领、引领什么、怎么引领等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4-6]，也有建构、丰富了

其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逻辑内涵[7-9]，但

尚未对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这

一新生事物进行充分探讨。此外，学界虽逐渐

注意到党建引领（跨）区域治理的热点问题，却

多聚焦于内地的“毗邻党建”[10-11]等党建引领跨

区域治理实践，鲜少探讨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

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等话题。鉴

此，本文结合对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实践的

追踪观察与田野调查，基于党建引领A地社区

治理的“情境”与“过程”双维画像，探讨其内

在的生成机理和实践路径；更进一步，立足支

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背景，审

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

未来路向。

二、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
社区治理的“情境—过程”分析框架

在我国，党建引领并不单纯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各项制度设计产物，而是各级党委、

党组织因应不同治理情境所生成的一系列引领

行为总称。[12]也就是说，党建引领“由谁引领”

的唯一主体明确后，各级党委、党组织在哪引

领、引领什么、怎么引领等具体行动的运作过程

均是在一系列政治要求和现实环境共同设定的

系统情境中生成与调适[4]，由此将社区党建这

条红线贯穿至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全过程。

质言之，党建引领还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

会随着治理情境的需要而相互调适。因此，若

要充分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深层内涵，需

透过社区治理的特定情境及党建行动过程加以

透视。学者陈国权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我

国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核心，已天然地嵌入了

我国“广义政府”主体间的运作与互动中[13]，可

通过“情境—过程”的分析框架，对党的领导与

党的建设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过程进行动态分

析，理解其深层次的运作逻辑[14]。在粤港澳三

地居民共居共处的互嵌式社区中，党建引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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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区治理有着更为独特的现实情境与行动过

程，但同样可透过“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

加以阐释。

目前，学界所使用的“情境—过程”分析框

架旨在解释公共组织在内外部情境的不同组合

状态下，灵活采取差异化的行动策略及其背后

的深层动因，主要包含了组织情境、行动者、过

程、结果四大要素[14-15]。所谓“情境”，包含了无

法控制或更改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可以有所

选择和构建的组织内部环境；而“过程”则是指

政府主体围绕权力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和活动；

“行动者”与“结果”则分别代表包含各级党

委、政府、人大等在内的广义政府主体，及它们

在特定情境开展系列行动所达到的状态。在此

基础上，有论者进一步衍生出“情境—过程—

结果”分析框架，对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治理、跨

层级治理、社区环境治理等特定治理情境中的

政府治理模式选择或居民公共参与等生成过

程及其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16-18]。不过，上述

框架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现有

研究侧重于解释广义政府主体或社会公众行为

在内地社区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特定

情境下的生成机理和实践路径，尚未聚焦到党

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这一新生事

物中；另一方面，现有框架多将“情境”与“行

动者”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独立要素，但各级党

委、党组织在引领城市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定位、

职责功能等，本身就决定其既是党建引领活动

中的直接“行动者”，也是党建引领实践中必须

扮演“龙头”角色的“情境”组成，故“行动者”与

“情境”之间本身也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可见，这一框架无法充分解释基层党组织在大

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

区治理中的运作机理和实践路径。为此，本文基

于对A地的特殊背景，着重探讨党建引领粤港

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生成情境及其实践过

程，在“情境—过程”框架的基础上搭建起契合

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实际情况的“三重情境—

四动过程”分析框架（见图1），以探讨党建引领

A地社区治理的生成机理及实践路径。

图1   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三重情境—四动过程”分析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在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

理的实践中，“情境”决定其内在的生成机理，

并集中表现为具有不同于内地普通社区的“三

重情境”，包含了“在哪引领”，即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的空间场域；“由谁引领”，即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的行动主体；“为谁引领”，即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众所周知，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基层党组织从嵌入、整

合到引领社区治理[19]，在形象建设、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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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服务群众等功能的过程。尽管党建引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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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里、循序渐进的，集中体现在“形动党建→行

动党建→心动党建→传动党建”（简称“四动”

党建）这一引领路径的“四动过程”中。具体而

言，“形动党建”是“四动过程”的第一步，旨在

通过规范和统一管理，为社区中的粤港澳三地

居民塑造好党的统一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

“行动党建”为社区中的粤港澳三地居民开展

生活化的社区党建活动，以实际行动发挥党群

服务中心、党员的先锋示范效应，提升港澳居

民对社区党建工作的认同感；进而，增进粤港

澳居民在社区中的心理互动、文化认同，通过

“心动党建”实现彼此间的心灵契合；最后，当

互嵌式社区中的港澳居民自觉认可并接受党的

领导后，能够与党建工作者、内地居民共同为

本港、本澳居民讲好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

式社区治理故事，带动更多港澳居民到A地生

活发展，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动党建”效

果。进一步看，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

社区治理的“三重情境”与“四动过程”相互作

用，前者的生成情境驱动了后者的“四动”党建

运作过程；而后者的实践路径及创新则适应了

“三重情境”所带来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共同

激发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的治

理效能。下文将依循这个“三重情境—四动过

程”分析框架，对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生成

机理及实践路径进行具体分析。

三、党建引领大湾区A地互嵌式
社区治理的“三重情境”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因此，

无论是纯内地社区，还是粤港澳大湾区新近涌

现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都是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其“初心”在于巩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升社区居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而激发党建

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效能，均要回答好“在哪引

领”“由谁引领”和“为谁引领”这三个基本问

题。但是，A地正处于大湾区融合发展实践的

交汇处与前沿地带，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

情境随之发生变化，既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港

澳。为此，本文从“在哪引领”的空间场域、“由

谁引领”的行动主体、“为谁引领”的服务对象

这“三重情境”背后所蕴含的大湾区融合发展

元素，透视其独特的生成机理。

（一）在哪引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

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空间场域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其生成于

城市社区的公共空间场域中，涉及了社区公众

所关注的公共生活、公共福祉等[20]，具有鲜明

的公共属性。所谓“在哪引领”，是指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各项行为所生成、作用的社区公共空

间场域。一般而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社

区”是指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区，尚不包括

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区。随着基层

党建工作逐渐融入内地城市社区治理公共空间

的各方面、全过程，一系列社区治理实践经验总

结也衍生出了符合内地社区情境的“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行动路径。[4]换言之，内地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的公共空间场域生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

“情境”。

然而，A地处于大湾区融合发展实践的交

汇处与前沿地带，伴随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持

续推进，一些带有港澳社会、文化等元素逐渐

嵌入A地城市基层治理中；相应地，党建“在哪

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场域也孕育出

涵盖粤港澳三地的融合发展元素。特别是近年

来，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A地生活居住，A地的

所有社区均由以往传统的内地社区，逐渐转变

为粤港澳居民共居共处的互嵌式社区。在此背

景下，A地的社会人口结构呈现多元发展趋势，

三地居民间的政治理念、民意诉求等日趋复杂

与交织叠加，对党建引领三地居民融合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质言之，以往生成于内

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建+”社区治理模式，

某种程度上已不能直接适用于A地具有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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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元素的空间场域“情境”之中，亟需调

适、创新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

的行动模式及路径。

（二）由谁引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

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体

在内地，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建“由谁引领”

社区治理的“龙头”，准确把握社区发展治理的

着力方向，包含了乡镇、街道党的基层委员会和

村、社区党组织等行动主体。同样，A地以往的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均由当地的各级基层党

组织承担，它们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组织动员、

整合资源和连接服务等功能[20]。

近年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爱国爱港爱澳社

团能够在大湾区内地以跨区域协作的模式，依

法开展扶贫、助残、社会服务等公益活动[22-23]，

部分互嵌式社区逐渐通过党建引领吸纳其提供

社会服务。在此背景下，A地基层党组织也逐渐

依托功能覆盖广泛、集约高效的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以党建引领协同爱国爱港爱澳社团联合

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值得注意的是，A地的粤港

澳居民互嵌式社区虽处于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

元素的空间场域，但在行政区划上，A地仍属于

内地城市，爱国爱港爱澳社团均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开

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并不扮演“引

领”角色，也不具有“引领”功能。因此，党建

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龙头”行动主体始终是

其基层党组织，而非扮演支持者、参与者角色

的爱国爱港爱澳社团。然而，现实中部分港澳

及内地居民容易混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行动

主体，这对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造成一些窘

境。如一位A地党建工作者所述：“这些港澳社

团进驻后，我们引进了他们的一些服务，但一些

居民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误以为社团提供

的各项社区服务是由社团独立组织实施的，觉

得这些社团是区别于社区党委的社区服务组织

者、引领者，甚至产生对社区党委的社区服务

质量较之前有所下降的落差感。”（访谈对象：

fjc20230806）因此，在“由谁引领”的情境转变

下，A地社区中的基层党组织需要更好发挥党建

引领的“龙头”行动主体作用，巩固好粤港澳居

民互嵌式社区中的阵地建设。

（三）为谁引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

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

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

背景下，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赴大湾区内地城市

学习、工作和生活，除A地以外的某些大湾区内

地城市也出现了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社

区，故在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

还需回答好“为谁引领”这一关键问题。然而，

这些社区中的港澳居民规模 较小、流动性较

强，有别于A地粤港澳三地居民大规模共居共

处一地的特殊情境。故在大湾区内地其它类似

的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仍主要

以长期接受党史、国情教育的内地居民为主。

近年来，在A地社区中居住的港澳居民不

断增加，A地的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开始变化，

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也由

以往较为单一的内地居民，转变为具有不同价

值理念、行为习惯的粤港澳三地居民。与内地

居民相比，大多数港澳居民在本港或本澳的学

习、工作中可能没有接触过内地的党史、国情

教育，且本身不具有团员、党员的政治身份，对

什么是党建引领、党员先锋模范等概念较为陌

生。如一位在A地生活的澳门居民表示：“我从

小到大都在澳门，没有了解过内地的党建文化

等，直到来A地工作，逐渐接触了这边社区的党

员，我才开始认识什么叫党建引领……但出于

某些原因，我身边一些港澳邻居在内地没主动

了解中国共产党，或很少参加与‘党建’挂钩的

活动。”（访谈对象：fzl20221013）故在全新的

“为谁引领”情境中，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服务

好、凝聚好粤港澳三地居民？又如何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2022年“七一”讲话精神[24]，让生活、

居住在A地的港澳居民更加自觉尊重和维护国

家的根本制度？这些问题，对A地基层党组织如

何打造港澳居民均认同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

式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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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伴随大湾区融合发

展元素嵌入A地的基层治理实践，党建引领A

地互嵌式社区治理“在哪引领”“由谁引领”与

“为谁引领”这三重情境均发生转变。从空间

场域看，“在哪引领”定位于大湾区融合发展交

汇处且粤港澳居民共居共处的互嵌式社区中；

从行动主体看，“由谁引领”是在社区同时存在

基层党组织与爱国爱港爱澳社团的环境下，应

由前者继续扮演“龙头”引领者的角色；在服务

对象上，“为谁引领”的受众包括了互嵌式社

区中具有不同制度背景下生活体验的粤港澳居

民。而三重情境的有机结合，形塑出党建引领A

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独特生成机理。也即，在具

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空间场域中，由基层党

组织作为“龙头”行动主体，同时锚定互嵌式社

区中的粤港澳居民服务对象，创新并丰富大湾区

融合发展下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

四、党建引领大湾区A地互嵌式
社区治理的“四动过程”

由上可知，A地多个社区作为典型的粤港

澳居民互嵌式社区，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已嵌

入其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场域中，有着独特的

“三重情境”生成机理。问题是，面对这个新

生事物，A地基层党组织是如何寓党建于服务，

在服务港澳居民的同时，引导他们从认知党的

外在体貌，到理解党的内在气质，再到在党建

引领下更好融入互嵌式社区，进而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的呢？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A

地基层党组织通过调适、创新党建引领的行动

过程，逐渐形塑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四

动”党建机制，进而循序渐进地提升党建引领

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工作效能。

其具体实践路径是：首先，以“形动党建”方式

塑造好党建行动主体统一的外在形象，由此增

强基层党组织的辨识度，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公

信力；其次，以生活化的“行动党建”方式激活

三地尤其是港澳居民对党建活动的认同度，改

变港澳居民对党建活动的刻板印象；再次，通

过进一步增进三地居民心理互动、文化认同的

“心动党建”，达致三地居民的心灵契合；最

后，探索“传动党建”方式，激发粤港澳三地居

民发挥主人翁意识，“合塑”党建引领A地粤港

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大湾区融合发展故事

（见图2）。

图 2   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四动”党建的路径、方式与目标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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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统一的外在形象，使三地居民能够直观地

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在A地互嵌式社区中的

战斗堡垒角色，提升党在三地居民心中的影响

力、感召力和吸引力。但在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

式社区生成之初，由于基层党组织形象塑造尚

未统一，加上部分港澳社团逐渐在A地协助基

层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使当地居民产生了“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有点乱，有需要不知道该找谁，

社区服务是港澳社团提供的”等认知偏误（访

谈对象：msq20221014）。未来，若越来越多港

澳社团在A地互嵌式社区，特别是在党群服务

中心内各自开展活动，还可能使三地居民对A地

基层党组织的形象产生误解，导致基层党组织

党建引领的话语权弱化，不利于将党领导下的A

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故事讲好和传播

好。规范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尤为重要。

因此，广东省及A地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基

层党组织成员在党群服务中心的办公区主场所

统一穿着工作制服、规范设置户外招牌标识、

规范使用工作语言等。在此基础上，A地各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均将户外招牌置于更易识别和突

出的位置，并用更加鲜艳的颜色进行标识，便

于刚赴A地生活又需办理社区业务的港澳居民

找到所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位置。此外，A地

基层党组织成员除在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工

作期间穿着统一样式、标识等的工作制服，还

会在由党群服务中心牵头港澳社团协办的各类

社区活动中主动亮明身份，向三地居民释放出

统一而明确的信号，即社区内的“港式”或“澳

式”服务，实际是由当地有关部门以购买服务

的方式、在党群服务中心指引下由爱国爱港爱

澳社团提供的。由此，通过“形动党建”机制，

直观地展现出基层党组织的整体精神风貌，进

而向三地居民真实、准确地传递关键的形象信

息。换言之，基层党组织是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

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龙头”行动主体，代表

内地党委和政府的党群服务中心才是社区服务

的实际供给者。对此，一位访谈对象举例说到：

“以前我们没有统一形象，有些港澳居民刚来

A地生活，不知道有事可以找谁，也误以为与港

澳地区一样各类服务是多数由社团提供；规范

后，他们就慢慢知道有事就来党群服务中心找

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也知道各类服务实际是我

们提供的。”（访谈对象：yhl20230802）可见，

以“形动党建”作为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

理实践过程的“第一步”，有效提升了A地互嵌

式社区党建工作中粤港澳三地居民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二）以“行动党建”激发党建活动认同

效应

如前所述，内地居民因接受过系统的党史、

国情教育，且长期接触党员群体，或本身就具有

党员的政治身份，自然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

的红色文化、政治元素等具有较高的认同感、

归属感，也会自发参与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活动。

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港澳居民较少系统学

习内地的党史和国情知识，更鲜有机会接触党

员群体。因而，他们在内地生活和工作中，难以

对社区党建工作的基本内容、先进事迹等产生

共鸣或共情，甚至存在刻板印象及政治身份上

的隔阂。同理，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居住在A地的

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中，他们由于较少接触

基层党组织、社区党员等，较难对党建引领活动

产生认同感，因而不参加、不了解甚至不配合

社区党建工作。 

因此，在“形动党建”基础上，A地的基层

党组织逐步通过“行动党建”模式，在“为谁引

领”的新情境中导入“生活化”党建引领方式，

并由社区党员在具体活动中扮演“身边人”的

角色引导港澳居民认识、了解党员群体，以此增

进港澳居民对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

认同感。一方面，由基层党组织在党群服务中

心打造更接地气的活动空间，为三地居民特别

是港澳居民主动了解、愿意参与营造出生活化

氛围。比如，借助文娱活动、社区服务等平台创

新党建工作形式，针对三地居民中的不同群体

开展如体育竞技、居民议事、亲子互动等“生活

化”的党建主题活动，从而使港澳居民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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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识到，内地的党建引领不只是讲政治，也不

是形式主义，而是真正与社区的居民日常生活紧

密相连。另一方面，由社区党员作为“身边人”，

通过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社区服务等更接地气

的实际行动，引导三地居民共同参与到“身边

事”中，特别让港澳居民更切实、直观地感受到

党员群体可信、可爱、可为的鲜活形象，对基层

党组织这一“龙头”行动主体和社区党建工作

有更深的理解与认同。对此，一位Ac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在某次活动结束

后，几位初到社区生活的港澳青年纷纷表示，

以往觉得‘党建引领’四个字离自己很遥远，

通过接触才知道党建引领就在身边，党建活动

和社区党员也是有生活气息的。”（访谈对象：

wsh20230804）显然，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

互嵌式社区治理中的“行动党建”机制，充分借

助“生活化”的党建主题活动、发挥“身边人”

的社区党员双重作用，逐渐激发港澳居民对党

建引领的认同效应。

（三）以“心动党建”促进粤港澳三地居民

心灵契合

融合发展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长期愿

景，也是建设湾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要

实现融合发展，不仅要推进器物意义上的“硬

联通”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意义上的“软联

通”，还应推进心理融合、心灵契合意义上的

“心联通”。为此，A地基层党组织在“形动党

建”和“行动党建”之上，通过引入更深层次的

“心动党建”机制，聚合三地居民的更多心理共

鸣，促进双方的心灵契合。进而，逐步形塑出大

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三地居民融合参与

的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回应党建引领A地

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新情境。

比如，粤 港 澳三 地 居民在 历史 上 人 缘相

亲、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文化记忆

与文化空间[26]，部分基层党组织着力挖掘粤港

澳三地共同的文化元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嵌入党建主题活动中，为社区中的港澳居民编

织心灵契合的情感纽带。笔者在Ac粤港澳居民

互嵌式社区调研中看到，该社区党组织已借助

三地共同的岭南文化、粤语文化、疍家人文化，

通过粤剧、咸水歌、古诗词等载体，实现党建引

领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深度融合，发挥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聚力

功能，增进港澳居民对同为“岭南人”“大湾区

人”的文化语言、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27]。除此

之外，各基层党组织也逐步吸纳港澳居民作为

“党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由港澳居民作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一线行动者，亲身感受社

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充分理解社区党建

工作的内涵，形成三地居民“心往一块想，劲往

一处使”的社区党建工作格局。笔者也了解到，

Aa社区中的“心动党建”已取得了成效，“一些港

澳居民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了任务重、时间紧

的社区工作后，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社区党员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和战斗力，因而主动提出了入党的

想法。”（访谈对象：qyl20221013）这说明，党建

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具有开放

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内在特质，它为港澳居民

创造了更具广度和深度的人文空间。从“行动

党建”形成的共同体验到“心动党建”产生的情

感共鸣，无疑助推了三地居民的心灵契合和对

“大湾区人”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A地的基

层党组织更好地帮助了港澳居民深度融入社区

生活中，使他们和内地居民一样，都能够在粤港

澳居民互嵌式社区中感受到内地基层党组织的

关怀和家的温暖，更能逐渐在党建引领下共同

以“大湾区人”的身份，从社区治理层面参与大

湾区建设。

（四）以“传动党建”推动粤港澳居民“合

塑”大湾区融合发展故事

随着内地跨区域治理实践的成熟，“党建+

跨区域治理”的毗邻党建模式应运而生，强调

将整体性党建思维贯穿到跨区域治理的整个过

程之中，以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党建引领跨区域

事务治理[10-11]。同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跨

（关税）境治理作为我国跨区域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对A地基层党组织探索契合大湾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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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需要的毗邻党建模式提出新要求。事实

上，生活在A地互嵌式社区的港澳居民仅占香

港、澳门地区总人口的少数，且仍有多数本港、

本澳 居民尚不了解A 地发展状况和支持性政

策，或者因心理距离而产生了“局外人”和“旁

观者”的心态，认为A地建设与自己无关。在此

背景下，A地基层党组织也在努力探索大湾区

融合发展下的毗邻党建模式——传动党建。也

即，由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中的党建工作

者、港澳社团人员及三地居民，共同为本港、本

澳居民讲好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

区治理故事，进而带动更多港澳居民到A地生

活发展，实现对A地建设发展故事传播的自塑、

他塑与合塑机制的有机组合。[28]

在“传动党建”的行动模式下，A地基层党

组织已联合港澳社团以形式多样的“软实力”

文化展示和宣传，举办了粤港澳三地居民的系

列交流活动。通过以港澳 社团为媒介组织本

港、本澳居民赴A地参观“生活化”的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了解三地共同的传统文化纽带体验不

同社区的生活圈等“自塑”的方式，展现粤港澳

大湾区融合发展新成果，让港澳居民亲身感受

A地党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特色。对此，

一位活动组织者谈到：“参加活动的港澳居民

很好奇我们（内地）的社区治理、党建文化……

大家在党群服务中心参观和面对面交流，就直

观了解了什么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而且愿意

向没来过这边的亲朋好友宣传。”（访谈对象：

kf20230801）直观地看，这些赴A地参观交流的

港澳居民实际上已间接参与到了“行动党建”

和“心动党建”的过程中，通过将自己在A地所

见所闻逐渐内化为对内地基层党组织、党员群

体及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更

深层次认同；从长远看，他们又将作为“传动党

建”的“关键少数”，让更多本港、本澳居民能

从他们亲身体验的“他塑”视角，直观感受到A

地及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发展变化，并正确认识、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治理实践，逐渐

产生赴A地学习、工作、生活的意愿。进而，由

粤港澳三地居民自发“合塑”好党建引领A地粤

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融合发展的故事。

五、结论与讨论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过程中，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模式不断拓

展、经验愈加丰富，并在大湾区融合发展新实

践中形塑出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

理的新样态。对此，本文立足于“三重情境—四

动过程”的分析框架，对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

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情境”与“过程”进行了

双维画像并作理论阐释，透视其有别于内地传

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生成机理及实践路径。

在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空间场域中，由

基层党组织作为“龙头”行动主体，同时锚定互

嵌式社区中的粤港澳居民服务对象，通过由表

及里、循序渐进的党建引领路径，促进粤港澳

三地居民融合，最终激发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

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工作效能。

毫无疑问，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A

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是一个“新

生事物”，它对于拓展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相较于以往的党

建研究，本文将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殊元素嵌

入了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这一城市基层治

理热点问题的探讨中。一方面，廓清了党建引

领（互嵌式）社区治理在大湾区融合发展下有

别于以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成机理，跳出单

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内地社区，基于其特

殊情境初步廓清了“在哪引领”“谁来引领”和

“为谁引领”这三个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总结

提炼出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四动”

过程路径，为大湾区内地其它粤港澳居民互嵌

式社区提供可借鉴、可验证的党建引领粤港澳

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抑或是探寻其

更广义、更深层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更 进 一步看，在支持港澳 更 好融 入国家

发 展大 局的政 策背景下，伴随粤 港 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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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城市间互联互通不断推进，越来越多

港澳居民赴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居住，进一步

催生出了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特质的不同类型

社区。譬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处于“一国

两制”的“咸淡交汇点”，伴随“澳门新街坊”

综合民生服务项目的落地生根，大湾区融合发

展下的“澳（门）式社区”已经出现，而它又和

本文探讨的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有所不

同；加之，伴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实施货物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

利的分线管理政策，加速对接澳门教育、医疗、

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推

动全面放开澳门机动车便利入出合作区，这将

对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带来更

多的难题。再如，河套合作区由香港园区及深

圳园区在深圳河两侧以“一河两岸”“一区两

园”的理念构建而成，是我国唯一实现地理上

横跨两种社会制度、经济和司法体制，并以科

技创新为主题的重大合作区。其中，深圳园区正

规划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又会催生出一种由内

地、香港、澳门居民和外籍人士共居、共住、共

处的新型“互嵌式社区”，带来全新的党建引领

互嵌式社区治理“情境”，对党建引领互嵌式社

区治理“过程”中的自塑、他塑与合塑功能机制

有效运作提出全新要求。可以预见，随着大湾

区内地城市中的港澳居民不断增加，以及不同

类型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港（澳）式社区的出

现，将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带来更多的挑战。

当然，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

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尚处于孕育发展阶段，

还未形成系统化的运作模式，故本文主要对这

一新生事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为此，

未来仍需进一步追踪观察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

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新动向、新情境，并审视和

丰富现有的党建模式，为粤港澳三地居民讲好

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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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Party Leading Governa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a Region Communities in Greater Bay Area
YANG Aiping & HUANG Ti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cy supports Hong Kong and Maca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 a number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ter-embedded  
communities i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text have emerged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s cities like Shenzhen, Zhuhai, Guangzhou, Zhongshan, and so on. Party leading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as a “new phenomenon”, 
not only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local Party building departments to innovate the working way unde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ut also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for expanding the traditional Party building research in socialist syste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ter-embedded communities in Greater Bay Area’s 
region, this thesis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riple Context-Quadruple Process”, exploring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Party Leading through a dual dimensional picture of “context” and “process”. 
We find that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Party Leading includes the special element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ch can be viewed from the “Triple Context” of “where 
to lead” in spatial field, “who leads” in action subject, “for whom to lead” in service object. The practical 
path ref lects in the Quadruple process including “Shaping Party Building→ Action Party Building→ 
Emotional Party Building→ Transmission Party building”, which is gradually progress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inside. In the futur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serve as the “Leading” actors, anchor 
the service objects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 inter-embedded communities with 
a Party Leading path form gradual to progressive and step by step,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resident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Ultimately, stimul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y Leading in inter-
embedded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CPC’s party leading; social governance;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ter-
embedded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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